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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管护模式对农户灌溉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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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使用河北省井灌区 618份农户的调查数据，探究私人和群体两种常见管护模

式对农户灌溉用水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相较于群体管护模式，私人管护模式机井的使

用农户具有显著更高的灌溉用水效率；使用私人管护机井的农户具有更高的农户型节水技

术采纳程度和更好的设施维护状态，从而提升了灌溉用水效率，但是社区型节水技术的中

介效应并不显著；农户灌溉用水效率存在水价门槛值，群体管护机井的灌溉水价低于门槛

值，其仍有较高的上升空间；部分私人管护机井灌溉水价远高于门槛值，已进入对灌溉用水

效率的“无作用阶段”。基于此，私人管护模式应在继续保持农户高效用水的同时，以减少

农户福利损失为优化方向；群体管护模式应以提升节水技术采纳和水利设施维护效果为改

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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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粮食生产重心逐渐在向水资源缺乏的北方地区转移，粮食生产与水资源禀赋的不匹配程

度进一步扩大，增加了水资源利用的压力[1]。并且，地下水作为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多个

省市均已存在不同程度的超采问题，黄淮海平原已成世界三大地下水“漏斗群”之一[2]，其中又以河北

省黑龙港流域最为典型[3]。在水资源禀赋与粮食生产错配以及地下水超采背景下，既要保证农业生

产有水可用，又要尽可能地节约水资源使用，提高灌溉用水效率已成为地下水超采区以至全国解决

以上矛盾的有效措施和必然要求[4⁃5]。农业种植对于水资源和水利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比其他任何

产业都要高，而中国同时作为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庞大的粮食生产需求与贫瘠的水资源禀赋状况，

决定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均需要大量且能稳定运行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中

国大部分农户的农田地块较小且分散，没有形成规模化生产，因此灌溉范围和投资额度较小的小型

农田水利对中国农业生产起着基础性作用，是解决低质量农业生产的关键性设施[6]。而在取消农业

税及“两工”制度后，政府不再作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主体，其管理和维护问题需要使用农户

自行解决，便出现了管护主体缺位、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发生了农户“只想用、不想管”和“重建设、轻

管护”等现象[7]。据不完全统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陆续建设了两千万处小型农田水利，但损坏程度

却已达一半以上[8]。缺乏有效管护制度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最终会导致灌溉水资源渗漏浪费，加重

水资源短缺和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而在地表水紧缺的河北井灌区，缺少建设大中型农田水利灌溉

设施的必要条件，大量农户的灌溉水源长久以来仅能通过机井等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获取。在农业税

费改革后，机井灌溉设施同样出现管护主体缺位的危机，并在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的推

动下逐渐往产权私有化和农户自主管护的方向演进，形成了中国井灌区特有的机井管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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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制度的研究，有研究认为通过将水利设施的管护主体转交给用水户

协会，不仅对渠道维护和纠纷治理具有显著作用，还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提升了生产效率[9⁃11]；也

有研究认为，由于用水户协会缺乏激励机制以及农户并没有真正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且多流于形式，

导致并未达到设定的节水目标[12⁃14]。现有研究对象主要为用水户协会，缺乏私人管护样本；研究区域

集中在渠灌区，忽视了对井灌区的研究。因此，其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不能完全适用以地下水灌溉

为主的北方井灌地区。关于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绩效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供给和占用两个方面，大多

研究聚焦在水利设施的完好程度、供水能否满足农户需求、农户对使用规则的遵守等水利设施在运

行中的绩效[15⁃16]；对管护结果的绩效表征，多数以农户的满意度作为用水效率的替代[17]，无法衡量自身

及区域的用水效率变化。而提高灌溉用水效率作为农田水利管护的重要目标之一，现有对农田水利

设施管护绩效的探索研究，缺乏对灌溉用水效率的作用探讨。

基于此，本文选择河北省井灌区，探讨私人和群体两种管护模式对农户灌溉用水效率的影响机

制，并评估这两种模式的优点与缺点。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河北省井灌区存在两种常见的机井管护模式。一种是由经营者进行管护的私人管护模式，即机

井由个人拥有或承包，将地下水售卖给具有灌溉需求的农户，并由个人对售价和机井维护进行决策

的模式；私人管护模式的形成是由于小型农田水利产权改革向私有化的发展中，部分有经济实力的

农户承包经营了村集体机井或是独立出资建造机井，从而拥有了机井的经营权利[18⁃19]。另一种为群

体管护模式，即机井由使用边界内的农户群体管理和维护，没有机井经营者售卖地下水或灌溉服务，

灌溉的价格和机井的维护均由农户群体制定和决策，虽然农户群体可能会推选一位“机井组长”负责

灌溉电费、机井维修费用的收取，并支付少量工资，但是“机井组长”仅作为机井使用者之间互相协商

的联络人，并无更多的决策权力；群体管护模式的形成同样是在农田水利产权改革推动下，无人承包

的村集体机井或是农户集资建造的机井，则由机井灌溉边界内的农户群体一起承担管护责任。

1.管护模式、节水技术采纳与灌溉用水效率

新古典经济学中认为，生产者是理性经济人，其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具体到农业生产中，在

生产要素市场有效的前提下，具有经济理性的农户会根据生产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动来调整各个要素

的投入比例，倾向于减少相对价格较高或趋于上升的生产要素投入量，以获得最大利润[20⁃21]。由此可

见，灌溉水价是影响农户灌溉水量、节水技术采纳等相关要素投入的首要决策因素。在本文中，由于

机井昂贵的建设费用和河北省地下水超采区打井审批的限制，单位面积的农户土地上机井的数量是

有限的，从而使机井系统的管护主体产生差异，造成了灌溉定价机制的不同。在私人管护模式下，机

井的拥有者或承包者形成了一种相对天然的垄断经营，为了获取超额利润，私人管护者向农户收取

了高昂的“维修管理费”；而在群体管护模式下，机井的维修费用多是在急需维修时才集资筹措，大部

分群体管护模式下机井的使用农户仅需支付基础电费，少部分会给群体中负责协调水费收取、维修

集资和其他灌溉事务的“组长”支付少量的报酬，由于不需缴纳昂贵的超额利润，群体管护模式下农

户支付的灌溉水价比私人管护模式下低得多，实地调查数据显示两者平均价格相差接近一倍。因

此，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下，使用私人管护模式下机井的农户，应该倾向于使用较少的地下水，或

是通过采纳节水灌溉技术来提高单位水的生产力，最终应相较于群体管护模式具有更高的灌溉用水

效率。据此，本文提出假说1。
H1：私人管护模式相较于群体管护模式具有更高的农户灌溉用水效率，并会以相对较高的节水

技术采纳为中介要素，间接提高灌溉用水效率。

2.管护模式、设施维护与灌溉用水效率

在经历了小型农田水利产权制度改革后，河北省井灌区形成的两种机井管护模式可以理解为部

分产权束的主体发生了转变，在私人和群体管护模式下，虽然机井的所有权可能并未随着管护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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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改而改变，但是其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分属于私人和农户群体。当产权被明确界定给私人

时，个人即可获取该部分收益，收益的增加会激励私人更好地维护公共资源或物品；并且私人产权减

少了交易费用，增加了资源配置的效率[22]。但当公共物品产权没有明确界定给私人时，个人可能无法

得到整个投资收益，即出现了个人与群体收益不相等的负外部性，则容易产生“公地悲剧”，其原因在

于群体中的个人都会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对资源的利用进行决策，从而出现了过度无序的使用，造成

了负外部性，即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不会为了达成共同和集团的利益而行事，造成了集体行

动效率的下降[23]；并且由于共有产权存在着不菲的交易成本，会抑制各经济主体参与资源的交易，导

致资源无法配置给相对高效的利用者。而研究区机井管护模式的不同是由于产权制度改革推动下，

机井的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是否界定给了私人或是属于农户群体；基于以上理论推演，机井管护

模式的不同势必会造成其治理效果的差异，而在本文中其治理效果则可对应为机井设施的维护状

态，体现在水泵提水能力和管道的渗漏程度，并最终会对农户的用水效率造成影响。因此，基于以上

理论推演，本文提出假说2。
H2：相较于群体管护模式，私人管护模式能带来更好的设施维护状态，并以此为中介要素间接提

高灌溉用水效率。

3.灌溉水价与管护模式

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户会以利润最大化作为农业生产的决策目标。在不考虑灌溉以外生产投入

的情况下，农户对农作物灌溉水的投入量取决于灌溉边际收益和成本的对比。当灌溉水价上升时，

农户会以损失少量产量的代价下减少灌溉水的投入，以保证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但随着灌溉水价的

持续上升，灌溉水量投入的不断减少，作物产量的下降幅度却会逐渐增加；在实地调研时获知，当农

作物的灌溉水量低于一定程度时会突然导致作物严重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农户会有作物最低灌溉水

量的预计值；即使灌溉水价已经较高，农户也会灌溉一定水量，保证作物最低限度的生长，从而获得

高灌溉水价下的最大利润；直至水价高涨至无利润，此时农户放弃该作物种植。因此，对应作物的最

低需水量，存在一个相应的灌溉水价门槛值，当灌溉水价处于门槛值以下的区间时，价格的上升会导

致农户主动缩减灌溉用水量，或是通过技术采纳间接减少灌溉水量，此时灌溉用水效率不断上升；当

灌溉水价处于高于门槛值的区间时，农户的灌溉用水量已不随价格上升而显著变化，即进入了水价

对水量的无弹性阶段[24]，此时灌溉用水效率也基本固定。根据上述论述可以推断，灌溉水价在门槛值

以下的区间时，农户会由于价格的上升做出相应的决策行为以减少灌溉水量，但灌溉水量的减少则

会降低私人管护者的收益；而当私人管护者将灌溉水价提升至门槛值以上时，在高于门槛值的区间

内农户的灌溉水量则不会跟随价格的继续上涨出现明显的下降。因此，在相对垄断经营下的私人管

护者，会尽可能将灌溉水价提升至门槛值以上，以获取更多的超额利润，但超过门槛值的灌溉水价会

进入对用水效率的“无作用”区间；而机井在群体管护模式下，具有经济理性的农户群体，则不会将灌

溉水价制定在会损失自身经济福利的门槛值以上。基于

此，本文提出假说3。
H3：灌溉水价对用水效率的影响存在门槛值，群体管

护模式下的灌溉水价低于门槛值，私人管护模式下的灌溉

水价则高于门槛值。

综上所述，本文建立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二、数据来源及模型设定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调研团队在 2019年 6月至 7月和 2020年 11月至 12月期间，在河北省 4县 36个
乡镇 101个行政村进行的实地调研。调研地区农业种植以小麦和玉米轮作为主，灌溉水源依赖地下

水资源，且位于全国典型的地下水超采区黑龙港流域，所选调研区域具有较强代表性，调研方式采用

图 1 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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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和农户访谈相结合。其中，问卷调查综合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方式共计抽取 632户农户，剔

除缺失值、异常值及地表水灌溉农户问卷，共获得问卷618份，有效回收率为97.78%。

2.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灌溉用水效率。灌溉用水效率被界定为除水资源投入外，各项其他投入和产出

已确定情况下，最优水资源投入量与实际水资源投入量的比值。其两种常见评估方式分别是基于生

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SFA）和基于线性规划方法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本文对农户灌溉用水

效率评估的主要目的是衡量出样本间效率的差异，从而分析由于机井管护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农户灌

溉用水效率的变化，因此并不需要在生产函数下得出农户灌溉用水效率，并且为了防止假定生产函

数带来的偏误，本文选择了更侧重样本间相对效率测算的DEA方法评估农户灌溉用水效率。但是传

统DEA方法在评估技术效率时会出现若干决策单元同时有效（效率等于 1），导致无法进一步比较而

影响参数精度，本文为避免该缺陷使用了超效率DEA模型，该模型为了避免决策单元同时为 1无法

比较的缺陷，在评价决策单元时不考虑本身。根据上文，灌溉用水效率界定为灌溉用水的最优投入

量与实际值的比率，公式如下：

IEi=
IWRi- Sw,i
IWRi

（1）

式（1）中，IEi为 i农户的灌溉用水效率；IWRi为 i农户的灌溉水资源实际投入量；Sw,i为超效率

DEA模型计算的 i农户的灌溉水资源投入的松弛量，IWRi减去Sw,i即为灌溉用水的最优投入量。

由于农户的种植结构不同，农户家庭所有作物灌溉用水效率的测算值不具备比较意义，而小麦

是研究区最常见的农作物，因此选择小麦作为本文中农户灌溉用水效率的测算和比较对象。本文在

通过超效率DEA模型测算的农户灌溉用水效率中考虑的投入要素均为亩均投入量，参考已有研

究[25]，并结合调研实际提出投入要素见表 1。由于河北省井灌区农户采用电动水泵的机井灌溉，大部

分水泵并无灌溉水资源量的计量设施，灌溉水资源量需要“以电折水”方式得出。

（2）核心自变量：机井管护模式。本文核心

自变量为农户使用机井的管护模式，两种管护模

式的内涵已经在上文给出，通过在实地调研时询

问农户所使用机井的运行和维护情况，判定其所

使用机井的管护方式。对于由个人拥有或承包，

以经营为目的，将地下水售卖给具有灌溉需求的

农户，并由个人对售价和维护进行决策的机井，

归为私人管护机井；对于没有经营者售卖地下

水，且由使用边界内的农户群体制定灌溉水价和

决策维护的机井，归为群体管护模式。

（3）中介变量。本文的中介变量可分为节水技术采纳和设施维护程度。灌溉节水技术可分为农

户型和社区型[26]，其中农户型节水技术的特点为投入成本较低且小规模种植农户可采用，包括地表软

管、地膜和抗旱品种等，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河北省井灌区常见农户型节水技术主要为两种，一是从机

井地下管道的出水口至田间运输途中使用的输水带，通过取代土渠水沟减少地下水运送途中的渗

漏；二是购买使用抗旱品种的小麦，在相对较低的灌溉水量情况下使产量不出现明显下降。社区型

节水技术的特点为投入成本高，小规模种植农户难以采用，包括喷灌或滴灌等，调研区域中仅有少部

分种植大户和节水工程项目覆盖的农户采用了社区型节水技术。基于以上原因，本文设置了农户型

和社区型两种节水技术采纳的中介变量，用以区分不同节水技术采纳的中介效应差异。除了节水技

术采纳外，机井设施的维护程度是本文中另一个中介变量，机井水泵和地下管道由于老化失修导致

的提水能力减弱和输水渗漏，均会造成灌溉效率下降。

（4）门槛变量。本文的门槛变量为灌溉水价，即灌溉每立方水的花费。由于研究区域缺乏水量

计量措施，农户均采用电动水泵的机井灌溉，灌溉费用通过耗电度数核算，因此要得出研究区农户的

表1 农户小麦灌溉用水效率测度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投入

产出

指标名称

种子投入量/（斤/亩）

化肥投入量/（斤/亩）

农药除草投入量/（元/亩）

机械投入量/（元/亩）

劳动力投入量/（标准劳动日/亩）

灌溉用水投入量/（立方/亩）

小麦产量/（斤/亩）

注：标准劳动日为一个中等劳动力正常劳动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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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水价，需要将灌溉水资源量通过“以电折水”方式得出[27]，灌溉用水量测算方式如下：

IWRi= (POW×3.6×105×(1-LPOW )
9.8×103×LIFT )× 1

POW × IC
EP （2）

式（2）中，IWR i为 i农户每亩小麦的灌溉水资源投入量，单位为立方米；POW为 i农户使用机井

水泵的电机功率，单位为KW；LIFT为 i农户使用机井水泵的扬程，单位为米；IC为 i农户每亩小麦多

次灌溉的总花费，单位为元；EP为 i农户灌溉需要缴纳的电费价格，单位为元/度；LPOW为 i农户使

用机井的功率损失，取值0~1区间。

（5）控制变量。本文参考相关研究经验，从个体层面[28⁃31]、家庭层面[32]、自然资源禀赋层面[33⁃34]选取

控制变量。个体层面包括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做过村干部、社会交往程度、地下水超采危害

认知。高龄农户由于习惯固有的灌溉经验且缺乏长远眼光，因此倾向于粗放灌溉行为并对农田水利

设施的维护及投资意愿较低，可能导致灌溉用水效率低下。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准确掌握

农作物的灌溉需水规律和技术使用，因此有助于提高灌溉用水效率。具有村干部经历的农户在信息

获取和技术学习等方面更有优势，因此可能具有更高的灌溉用水效率。农户的社会网络越大，越有

利于互相之间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知识，从而提升生产效率，因此农户的社会交往程度可能对灌

溉用水效率有提升作用。农户对当地水资源量及风险的认知程度会调控自身的灌溉行为，从而影响

灌溉用水效率。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包括非农就业程度、农户种植规模、农户年家庭收入。非农就业程度通过农

户家中非农就业人数与家庭总人数的比值衡量；因为随着非农就业程度的上升，造成劳动力减少和

农业在家庭生产中重要性的下降，可能导致灌溉水资源浪费和对水利设施维护减少，从而降低了灌

溉用水效率。农户种植经营规模的扩大会使农业生产具有规模效应，从而降低生产资料的投入。农

户年家庭收入的增多可能是由于兼业程度较高导致，进而导致对农业的依附性下降，从而降低灌溉

用水效率；另一方面，农户年收入的增多也可能是由于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张，从而通过规模效应提升

了灌溉效率。

自然资源禀赋层面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土地肥沃程度和降水量。较为肥沃的土地可以增强作

物对水资源的利用能力，从而提升作物灌溉用水效率和产量。小麦生长期和播种前期的降水量数据

来源于美国国家气候数据中心（NCDC）中国城市对应地面站的逐月气象资料；降水量会直接作用于

作物水分利用率，并引发农户适应性灌溉行为，最终影响灌溉效率。

3.模型设定

（1）基础回归模型设定。为了验证假说 1中机井不同管护模式对灌溉用水效率的影响作用，因此

构建基础回归模型。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农户灌溉用水效率，是通过超效率DEA模型计算，其最

大值可以超过 1，但最小效率值仅为 0，属于受限因变量，呈现左断尾分布，因此选择基于最大似然法

回归的Tobit模型作为基础回归模型，具体模型构建如公式（3）和（4）。同时基于文献及数据可得性，

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自然资源禀赋特征等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模型中，提升回归结果准确性。模

型建立如下：
IEi= α0+ α1MPMi+ α2AGEi+ α3EDUi+ α4VCi+ α5HAi+ α6SCi+
α7NAEi+ α8PSi+ α9 INCi+ α10SFi+ α11GPREi+ α12PPREi+ εi （3）

IEi=max ( 0, IEi) （4）
式中 IEi为被解释变量，即由DEA模型核算的农户灌溉用水效率。MPMi为本文核心自变量，即

农户使用机井的管护模式，私人管护模式=1，群体管护模式=0。ε为误差项。其余变量为控制变

量，详见表2。α0为回归式的常数项；α1～α12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2）中介效应模型设定。为验证假说 1和假说 2中的间接效应，根据Baron等人的方法采用依次

检验法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35]：

IEi= α0+ α1MPMai+∑2
k αkXki+ ε1i （5）

Mai= β0+ β1MPMai+∑2
k βkXki+ ε2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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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i= γ0+ γ1MPMai+ γ2Mi+∑2
k γkXki+ ε3i （7）

式中Mai表示第 i个农户的中介要素（a=1,2,3），M1i为农户型节水技术，研究区域常见的农户型

节水技术主要为地表输水带和抗旱品种，赋值 0~2，两种均使用=2，仅使用一种=1，没有使用=0；
M2i为社区型节水技术，主要为喷灌或滴灌，赋值0或1，使用喷灌或滴灌=1，没有使用=0；M3i表示农

户所用机井设施的维护状态，非常差=1，比较差=2，一般=3，比较好=4，非常好=5。式中被解释

变量和核心自变量与上文相同。式（5）可估计机井管护模式影响农户灌溉用水效率的总效应 α1；式
（6）可估计机井管护模式对中介要素的配置效应 β1；式（7）可估计机井管护模式对农户灌溉用水效率

的直接效应γ1和中介效应β1γ2，并通过依次检验法和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有效性检验。

（3）门槛效应模型设定。为验证假说 3，需要找出灌溉水价对灌溉用水效率影响作用的门槛值，

而通过主观方式去寻找门槛可能会存在偏误，Hansen提出的截面数据门槛估计方法则很好地解决了

这一困境，该方法在推导出门槛的最小二乘估计量近似分布的基础上，并对门槛值进行了相应检

验[36]。本文先建立门槛模型如下：

IEi= α0+ α1aWPi× I (WP≤ r)+ α1bWPi× I (WP> r)+∑2
k αkXki+ εi （8）

式中WP为灌溉水价，在该模型中作为门槛变量，r为待估计的门槛值，I为示性函数，条件表达式

真时为1，反之为0；式中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与公式（3）相同。

三、结果与分析

1.基础模型回归结果

式（3）回归结果见表 3，所有模型LR检验显示自变量均联合显著（P<0.01），说明模型拟合程度

较好。表 3中模型 1仅以机井管护模式作为自变量，在无其他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回归结果显示

相关性为正，通过 1%水平下显著性检验。而模型 2、3、4在模型 1基础上，除了将机井管护模式作为

核心变量外，又加入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自然资源禀赋等控制变量，其回归结果方向仍然为正，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

核心自变量

中介变量

门槛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灌溉用水效率

机井管护模式

农户型节水技术采纳程度

社区型节水技术采纳程度

设施维护状态

灌溉水价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是否做过村干部

农户社会交往程度

地下水超采危害认知

非农就业程度

种植规模/公顷

家庭年收入/万元

土地肥沃程度

生长期降水量/毫米

播种前期降水量/毫米

代码

IE

MPM

M1

M2

WI

WP

AGE

EDU

VC

SC

HA

NAE

PS

INC

SF

GPRE

PPRE

变量定义

连续变量

私人管护模式=1；群体管护模式=0

两种均使用=2；仅使用一种=1；没有使用=0
使用=1；没有使用=0

非常差=1；比较差=2；一般=3；比较好=4；非常好=5

连续变量/元/立方米

连续变量

小学以下=1；小学=2；初中=3；中专及高中=4；大专及以上=5

是=1；否=0

非常少=1；稍微少一点=2；基本一样=3；稍微多一点=4；非常多=5

完全不了解=1；不太了解=2，基本了解=3；比较了解=4；完全了

解=5

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

贫瘠=1；普通=2；肥沃=3

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

平均值

0.62

0.27

1.39
0.04

3.72

0.36

59.78
2.91

0.34

3.66

3.79

0.24

1.64

5.10

2.39

278.78

311.40

标准差

0.38

0.44

0.65
0.205

0.964

0.18

9.83
0.90

0.47

0.98

1.16

0.28

6.43

7.891

0.542

18.291

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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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仍然通过1%水平下检验，且LR值出现上升；说明了个人、家庭和自然资源禀赋特征等控制变

量的引入提升了模型的拟合效果，使模型的模拟结果更为准确合理。以上结果展示了核心自变量机

井管护模式对灌溉用水效率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可以得出相较于群体管护模式，私人管护模式下

机井使用农户表现出了更高的灌溉用水效率。该结果初步验证了假说 1，但是中介要素的作用效果

如何仍需在下文验证。

控制变量的结果显示，在个人特征中农户社会交往程度和地下水超采危害认知对灌溉用水效率

显著为正；说明农户之间来往频率越高，越有利于农户之间相互学习灌溉经验，改善粗放的灌溉行

为，从而提升灌溉用水效率，而对地下水超采危害认识更深刻的农户，更知道超量使用地下水带来的

不利影响，从而主动调整了自己的灌溉行为，使得灌溉用水效率出现提升。在农户家庭特征变量中

非农就业程度对灌溉用水效率具有显著负向效应，说明农业劳动力外流和农户对农业生产依附性的

下降，造成了农户粗犷灌溉和对农田水利设施重视程度的下降，进而导致了对灌溉用水效率产生负

效应。而种植规模和年收入变量对灌溉用水效率均为显著正相关；说明农户种植规模的扩张提升了

灌溉用水效率的规模效应，而农户家庭年收入一方面与经营规模相关，另一方面随着家庭收入的增

多，可能有助于农户对节水技术的采纳和水利设施维护的参与。在自然资源禀赋特征中，农户的土

地肥沃程度与灌溉用水效率呈现了显著正相关，说明土壤的肥沃程度对水资源的利用能力有明显的

增强效应。

表3 基础模型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核心自变量

个人特征

家庭特征

自然资源禀赋特征

变量

灌溉用水效率

机井管护模式

Log年龄

受教育程度

是否做过村干部

农户社会交往程度

地下水超采危害认知

非农就业程度

种植规模

Log家庭年收入

土地肥沃程度

Log生长期降水量

Log播种前降水量

LR

截距项

模型1

0.127***

(0.034)

13.93***

0.59***

模型2

0.128***

(0.034)
-0.097
(0.196)
-0.012
(0.018)
0.043
(0.033)
0.044***

(0.016)
0.031**

(0.013)

33.46***

0.50

模型3

0.140***

(0.033)
0.173
(0.204)
-0.020
(0.018)
0.038
(0.033)
0.043***

(0.016)
0.028**

(0.013)
-0.122**

(0.055)
0.007***

(0.002)
0.109***

(0.039)

57.97***

0.03

模型4

0.142***

(0.034)
0.146
(0.203)
-0.014
(0.018)
0.036
(0.033)
0.037**

(0.017)
0.026**

(0.013)
-0.123**

(0.056)
0.007***

(0.002)
0.0975**

(0.040)
0.073***

(0.027)
-0.797
(0.563)
0.171
(0.414)
67.47***

1.44
注：括号外数字表示回归系数，括号内数字表示标准差，***、**、*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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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介效应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公式（5）至（7）构建中介模型中，除了使用基础模型中所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外，在节水技

术采纳为中介变量的模型中添加了设施维护状态为控制变量，同时在设施维护状态为中介变量的模

型中添加了节水技术采纳为控制变量。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如表 4，首先机井管护模式对灌溉用

水效率的总效应显著为正，同时机井管护模式对农户型节水技术采纳和设施维护状态具有显著正向

效应，并且管护模式、农户型节水技术采纳与设施维护状态也同时对灌溉用水效率具有显著正向效

应；因此认为机井管护模式对灌溉用水效率除了可以产生直接效应外，还会通过农户型节水技术采

纳和设施维护状态对灌溉用水效率产生中介效应，且通过了依次检验法；Bootstrap在 1000次重复抽

样下对中介效应检验显示，农户型节水技术采纳和设施维护状态在机井管护模式对灌溉用水效率的

中介效应值分别为 0.009和 0.010，与逐步法计算结果相同，置信区间分别为（0.0003，0.0169）和

（0.0003，0.0198），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说明农户型节水技术采纳和设施维护状态的中介效应也通过

了Bootstrap检验。上述结果可以得出相较于群体管护模式，使用私人管护模式机井的农户除了直接

具有较高的灌溉用水效率外，其还通过更高的农户型节水技术采纳程度和更好的设施维护状态，进

而间接提升了农户用水效率。

但是，机井管护模式对社区型节水技术采纳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同时，社区型节水技术采纳对

灌溉用水效率的回归结果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社区型节水技术的中介效应未通过逐步检验法；

Bootstrap在 1000次重复抽样下对社区型节水技术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置信区间处于（-0.0033，
0.0043），置信区间包括 0，因此也未通过Bootstrap检验。这说明社区型节水技术在机井管护模式对

灌溉用水效率的影响中不具备中介效应。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说1和假说2，即私人管护模式相较于群

体管护模式具有更高的农户灌溉用水效率，还会通过相对更高的节水技术采纳程度和更好的设施维

护状态具有间接影响，但仅有农户型节水技术能发挥显著中介效应。

基于以上中介效应模型结果并结合上文的机制分析可以得出，相较于群体管护模式的低水价，

私人管护模式较高的灌溉定价可以直接促使农户降低灌溉用水量，从而具有提升灌溉用水效率的直

接效应；虽然地表软管和抗旱品种等农户型节水技术相较于喷灌和滴管等社区型节水技术，对灌溉

用水效率的提升能力较弱[37]，但是由于其具有投资成本低且可被小规模农户使用的优势，在私人管护

机井的高灌溉水价的压力下得到了广泛的采纳，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减少水资源损耗和节水高产的目

的，并达到了提升井灌区农户灌溉用水效率的效果。但是，社区型节水技术由于其较高的投资成本

且单个农户难以采用的缺点，在井灌区并未受到农户广泛的采纳，并在私人管护机井的高灌溉水价

的压力下社区型节水技术的采纳程度也未出现显著性提升，因此在管护模式对农户灌溉用水效率的

表4 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机井管护模式

农户型节水技
术采纳

社区型节水技
术采纳

设施维护状态

控制变量

F值

截距项

总效应

灌溉用
水效率

0.130***
(0.034)

已控制

5.83***

1.36

核心自变量对中介要素的配置效应

农户型节水
技术采纳

0.161***

(0.061)

已控制

2.69***

2.92

社区型节水
技术采纳

-0.009
(0.017)

已控制

12.87***

-1.12

设施维护
状态

0.297***
(0.087)

已控制

5.75***

1.76

引入中介要素后核心自变量
影响因变量的直接效应

灌溉用水效率

0.121***
(0.034)

0.054**
(0.023)

已控制

5.85***

1.21

0.129***
(0.034)

-0.054
(0.080)

已控制

5.44***

1.30

0.121***
(0.034)

0.034**
(0.016)

已控制

5.85***

1.21

中介
效应

0.009

0.001

0.010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
验

系数

0.009**
（0.004）

0.001
（0.002）

0.010**
（0.005）

置信区间

[0.0003,
0.0169]

[-0.0033,
0.0043]

[0.0003,
0.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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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中并未起到显著中介效应。此外，私人管护模式可以更好地将灌溉系统外部性内部化，实现资

源的更优配置，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达到对机井设施更好的维护效果，表现为水泵较优的提水动力

以及地下管道较少的渗漏，其也在管护模式对农户灌溉用水效率的作用中起到了较大的中介效应。

3.进一步讨论：私人管护模式的缺陷

实证结果得出了使用私人管护模式机井的农户灌溉用水效率要显著高于群体管护模式，并解析

了其中的作用机制。虽然私人管护模式在灌溉效率层面优于群体管护模式，但其也存在着一定的缺

陷。基于此，本文依据两种管护模式在灌溉水价对用水效率门槛值前后的分布情况，进行更深一步

的讨论。

依据式（8），本文先估计灌溉水价对农户用水效率的门槛值。首先采用Bootstrap的方法重复抽

样 1000次得到LM的统计量为 76.83，对应的P值为 0.012，因此拒绝原假设，认为灌溉水价对农户用

水效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进一步通过似然比值考察门槛值的位置，当门槛值为 0.569时似然比

值为 0，并且低于 95%的临界值，因此接受 r̂=0.569为门槛值，即以灌溉水价格 0.569元/立方米为门

槛值。

以门槛值划分样本后，再运用Tobit模型估计灌溉水价对农户用水效率的影响，控制变量的选择

与基础回归模型相同，结果见表 5所示。未以门槛值划分的全样本估计结果显示，灌溉水价正向影响

灌溉用水效率，系数为 0.408且通过 1%水平下显著性检验。而灌溉水价格低于门槛值的样本估计结

果显示，灌溉水价对用水效率的回归系数为 0.420，大于全样本的回归系数且同样通过 1%水平下显

著性检验，表明灌溉水价低于门槛值的农户，其灌溉水价对农户用水效率的正向作用力度更强；即在

灌溉水价低于 0.569元/立方米时，农户灌溉用水效率对价格的变动更为敏感，灌溉水价在低于门槛

值的区间内上涨可以有效提升灌溉用水效率。而灌溉水价高于门槛值的样本估计结果显示，灌溉水

价对用水效率的回归系数为 0.568，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灌溉水价在高于门槛值的区间对用水

效率不存在显著影响；说明当灌溉水价超过门槛值时，农户已将灌溉用水量缩减到最低程度，此时再

提升灌溉水价已无法对用水效率产生显著影响作用。

本文进一步将私人和群体管护模式的农户样本按

照灌溉水价的门槛值进行了划分对比，如图 2所示。可

以看出，在剔除离群点后，使用群体管护机井的农户

所缴纳的灌溉水价全部低于 0.569元/立方米，其平均

灌溉水价（0.27元/立方米）远低于门槛值，即该部分农

户的灌溉水价还未完全发挥出对灌溉效率的驱动作用，

仍有较高的上升空间；而使用私人管护模式机井的农户

中，已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农户缴纳的灌溉水价远高于门

槛值，已进入灌溉水价对用水效率“无作用阶段”。以上

结果未能完全验证假说 3，虽然几乎所有的群体管护机

井的灌溉水价低于门槛值，但仅有部分私人管护机井的灌溉水价高于了门槛值，并没有全部超过，说

明在中国农村“熟人社会”场域下，部分私人机井管护者放弃了一定的超额利润，与用水农户达成了

灌溉“人情价格”。

结合前文结果可以得出，相较于群体管护模式，使用私人管护机井的农户在较高的灌溉水价下，

表5 门槛值前后灌溉水价对用水效率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核心自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灌溉用水效率

灌溉水价

LR

截距项

全样本

0.408***

(0.082)
已控制

82.88***

-0.51

灌溉水价<0.569元/立方米

0.420***

(0.091)
已控制

90.63***

1.46

灌溉水价>0.569元/立方米

0.568
(0.582)
已控制

23.78**

-10.98

图 2 不同管护模式在灌溉水价门槛下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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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拥有了更高的灌溉用水效率；但由于地下水灌溉服务经营的天然垄断特性，部分私人机井管护

者制定的灌溉水价已超过有效促进用水效率的合理区间。因此，私人管护模式虽然具有相对较高的

灌溉用水效率，但是部分私人管护机井的灌溉水价处于超过门槛值的“过高”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

损害了用水农户福利。综上所述，将机井由群体管护模式直接转变为私人管护模式，并不是研究区

域的最优选择，制定井灌区农田水利设施的更优管护方案，具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4.稳健性检验

为保障本文所得结果的稳健性，通过更换回归方式、缩小样本范围等方式对本文所得结果进行

稳健性检验。由于篇幅限制，具体稳健性检验过程不再赘述①。首先，将上文基础模型更换为倾向值

匹配法（PSM），在拟自然实验的环境下评估出因果处理效应[38]。其次，对中介效应检验从OLS回归

模型更换成Tobit模型和Probit模型，检查系数方向和显著性是否发生变化。最后，对门槛效应回归

模型从全样本缩减为仅户主回答样本，估计灌溉价格门槛值和门槛前后灌溉价格对农户灌溉用水效

率的影响作用与前文是否一致。

结果显示，PSM方法得出多种倾向性得分匹配后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达到了 0.1438~
0.1461，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验证了使用私人管护模式机井的农户相较于群体管护模式拥有更高的

灌溉用水效率，说明上文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中介效应检验在更换回归方式后仍

能得出农户型节水技术、设施维护状态的显著中介效应，社区型节水技术的中介效应依然不显著，证

明了该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门槛效应回归在筛选出户主回答样本后，所得灌溉价格门限值依然

为每立方水 0.569元，并显示出在低于门限值时，灌溉价格对用水效率具有较强的正向作用，超过门

限后作用便不再显著，均与前文结果一致。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在河北省 4县收集的 618户调研问卷数据，探讨了井灌区农田水利管护模式对农户灌

溉用水效率的影响作用和机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私人管护模式机井的使用农户相较于群体

管护模式，具有显著更高的灌溉用水效率。第二，使用私人管护机井的农户除了直接具有较高的灌

溉用水效率外，还通过较高的农户型节水技术采纳和更好的设施维护状态，进而间接提升了灌溉用

水效率，但是社区型节水技术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第三，本文样本中灌溉水价对农户用水效率作

用的门槛值为 0.569元/立方米；在高于门槛值的区间，灌溉水价对农户用水效率的影响作用不再显

著；群体管护机井的灌溉水价均低于门槛值，仍有较高的上升空间；部分私人管护机井的灌溉水价远

高于门槛值，已进入灌溉水价对用水效率的“无作用阶段”。

本文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第一，私人管护模式应在继续保持农户高效用水的同时，以减少农

户福利损失为优化方向。在继续探索和推广如地表软管、抗旱品种等投资较小的农户型节水技术的

基础上，还需大力提升喷灌和滴灌等节水技术的补贴力度，从而促进农户对社区型节水技术的采纳

力度；此外，应参考农机服务市场的建立运行方式，依托可移动灌溉设备的发展，使私人管护机井的

灌溉服务边界不再受地下管道铺设范围限制，并由政府或村集体引导私人机井的经营者成立灌溉服

务队伍，从而将竞争机制引入到目前私人管护机井的灌溉服务中。第二，群体管护模式应以提升节

水技术采纳和水利设施维护效果为改进目标。村集体或政府应引导群体管护模式下的使用农户对

灌溉价格合理定价，扩大现有群体组长的权力和责任，参考农业水价改革中灌溉价格的核算方式，将

维修费用和组长报酬计入灌溉水价，使灌溉水价提升至能更多促进农户节水的合理区间，并协助农

户群体建立机井管理和维修的规则制度。第三，鉴于河北井灌区两种农田水利管护模式均存在缺

陷，考虑将农村基层组织作为农田水利的管护主体重新介入村庄灌溉事务，通过获取农田水利经营

权以及负责设施维修，激活用水户协会等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执行合理灌溉水价，选拔专业能人管

① 由于文章篇幅有限，稳健性检验过程和具体结果不在文中展示，可与作者联系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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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井分担灌溉事务，并给予激励型报酬，建立村基层组织主管、村能人合作的新管护模式，实现乡

村灌溉系统的“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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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Management Mode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on Irrigation Efficiency of Farmers

CHANG Ming，WANG Xiqin，ZHANG Xinyue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 of 618 farmers in the well-irrigated area in Hebei Province，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impact of private management mode and group management mode on the irriga⁃
tion water efficiency，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xisting management modes of bore⁃
well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armers using the private management mode of borewell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irrigation water efficiency compared with the group management mode. Farmers
who used privately-managed borewells had a higher adoption of farm-type water-saving technologies and
better facility maintenance，which improved irrigation water efficiency，whil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mmunity-type water-saving technologies was not significant. Moreover，there was a water price
threshold for the irrigation water efficiency of farmers. The irrigation water price of the group managed
wells was lower than the threshold，and there was still a lot of room for increase. The irrigation price of
some privately-managed borewells was much higher than the threshold，and had entered into the“non-
effect stage”of irrigation water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the private management
model should be optimised to reduce the loss of farmers’welfare while continuing to maintain efficiency
of farmers；the group management model should aim to improve the adoption of water-saving technology
and the maintenance of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Key words management mode；irrigation water efficiency；adoption of water saving technology；
rural public affairs governance；well-irrigate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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